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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兴起对海外中国学的系统翻译引进和再研究。 经过四十多

年的不断耕耘,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跨文化的专门学术领域。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海外中国学研究不仅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而且逐渐成为世

界性的学问。 2023 年 11 月 24 日,习近平主席在给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

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深刻阐明了中国学研究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和重要意义。
因此,了解各国的中国认知,理解不同文化不同社群的中国观,是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必要知识准备。 为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总结和提炼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经验,本刊

邀请该领域五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宗旨、对象、方法及其学科特性,着力

探讨如何通过学术批评促进不同文化平等对话,并积极构建自主的海外中国学知识体系,以期引起

更多学界同人进行深入探究。

对话与反思:再论建立批评的中国学

张西平　 (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汉学》主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①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其中翻译的著作已达到八千余

种,研究的著作达三千余种。 如何与海外中国学专家展开学术对话? 如何将海外中国学放在 20 世

纪以来西方学术背景下加以考察,辨识其跨文化研究的底色? 如何在吸取其合理结论和材料的同

时,又站在中国学术自身的立场,展开一个学术批评的中国学研究?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研究海

外中国学的学术叙述与评价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关于建立批评的中国学并非新的话题。 民国时期,陈垣就对中国学研究中心在巴黎的提法颇为

不满,提出“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② 陈寅恪当时面对中国学生远赴日本学习中国史的尴尬现象

时写的“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③也表达了不能完全地追随海外中国学,要有一种学术

①

②
③

海外中国研究是一个对中国历史与现实进行全方面研究的学术领域,无论日本还是欧美在其研究演进的进程中对中国这一研

究对象都有不同的称谓。 目前学术界关于如何称谓国外中国研究仍有分歧,一些学者把国外以历史中国为其研究为主的称为

“汉学”,一些学者把国外以当代中国的研究称为“中国学”。 在笔者看来,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故常用汉学

(中国学)。 同时,为了有别于国外对当代中国环境研究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相区别,笔者更倾向于将国外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称为“中国学”。 为行文上的统一,本文除个别地方外,均使用“中国学”一词。
翁独健:《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光明日报》1978 年 3 月 11 日。
陈寅恪:《北大学院已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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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的想法。 海外中国学推进了中国学术的世界性表达,这些年学术界对此也多有议论,①对这种海

外的中国知识与表述应该继续给予关注,展开对话。

一、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展开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近代以来,受海外中国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叙述的模式逐步接受了西学的学术叙述方式,这
与中国历史既有的学术系统产生一定隔阂,因为中国古代文明是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发展起来的文

化体系,完全套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历史显然是有问题的。 因此,当代中国

学术的重建应该从梳理海外中国学研究模式进入中国传统历史叙述的方式入手,进而厘清得失,接
续传统,融合新知。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笔者在此无法详尽展开,仅从两方面来说明该问题的重

要性。
第一,不能以西方的国家理论来认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

签署标志着欧洲近代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形成。 海外中国学专家在看待中国历史时,往往会基于

自身历史来理解。 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在研究中国历史“空间

叙事呈现的是所谓‘中国本部’(China proper)与‘外部世界’、‘汉族’与‘异族’之间的对立关系”,②

于是,他们很自然地将汉族统治的王朝和元朝、清朝的统治时代加以区分。 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新
清史”。③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新清史”学者提出,清史研究要注重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特色,这是有道

理的,但他们关于“内亚”、西域少数民族、藏传佛教的概念有不少学术问题。④ 例如,他们将清朝统

治下的汉族和满族、蒙古族、藏族刻意加以区别,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是没有正确认识中国历史

上的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美国学者欧立德(Mark Elliot)通过满文研究清史的方法值得肯定,但
其提出的清代不是中国、中国只是汉人的国家、乾隆不是中国统治者等观点就大成问题。 汪荣祖对

这些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认为“新清史的主要论点,欲颠覆并不存在的中国中心论,意图切割满

汉减缩中国,但全不能成立,反而透露西方学术的霸权,甚至隐含质疑中国既有疆域之阴谋”。⑤ 因

此,中国学者在研究海外中国学时,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要站在自己学术的立场去看待海外中国学;
二是要清楚地了解海外中国学这些话语产生的学术背景,这样才能避免盲目跟随他们的研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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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平:《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国际汉学》2020 年第 1 期;葛兆光:《域外中国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葛兆

光:《侧看成峰:葛兆光海外学术论著评论集》,中华书局 2020 年版。
魏孝稷:《西方汉学“帝国史”范式及其局限———兼谈“文明史”范式的可行性》,《历史研究》2021 年第 5 期。
汪荣祖:《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问题》,《国际汉学》2018 年第 2 期。
沈卫荣对这些问题有十分清楚的说明,参见沈卫荣:《“新清史”与中西学术》,《国际汉学》2023 年第 1 期。
汪荣祖:《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问题》,《国际汉学》2018 年第 2 期。
与“新清史”类似,2010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濮德培(Peter C. Perdue)的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一书(2021 年,卫城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题目为《中国的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欧亚与蒙古的最后挽歌》)也是把清代历史

看成民族对立的历史。 对此,汪荣祖批评道:“清帝国毕竟上承明朝,下开民国,在政治、教育、经济、社会、文化等重大方面,都难

以抹去汉化的烙印。 清帝不仅以中国天子自称,而且经常前往曲阜,朝拜孔子。 如果没有汉化,何以今日满族及其文化几乎全

部融入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与文化? 满族汉化的事实,并不随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存亡。”参见汪荣祖:《海外中国史研究值

得警惕的六大问题》,《国际汉学》2020 年第 2 期;汪荣祖:《“中国”概念何以成为问题———就“新清史”及相关问题与欧立德教授

商榷》,《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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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能以西方现代学术术语来解释中国文化。 中国现代学术概念不少是直接从西方或日本

学来的。 例如,“宗教”(religion)这个概念最初的含义是,只有一神论信仰的才能称为宗教。 这个传

统来源于利玛窦,他在《耶稣会与天主教传入中国史》一书中,对中国宗教的介绍只提“儒、释、道”三
教,并将“三教合一”判为“中国人的全部迷信”。 同时,他将中国民间俗信,如择日、选时、生辰、算
命、相面、星相、占梦、家神、风水等,全都贬斥为“迷信”,一概排除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之外。 还

有一些海外中国学专家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低级的文明。① 在这种

情况下,就无法从宗教角度对在中国长久存在并有广泛影响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加以研究,因为

站在西方的宗教概念来看,这些只能是迷信。
实际上,自晚清西方学科体系逐渐取代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科分类后,当代中国学术的学

科体系及其基础性概念是在移植西方学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概念有些适合中国文化的表达,
有些则完全不适合。 因此,我们这里所讲的学术自觉,不仅仅是要与海外中国学界展开对话,更为根

本的是,如何在合理吸收近代西方学术体系与概念的基础上,重建中国学术体系。②

除了学术概念,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的议题设置上也应该更加自觉、主动,不能完全对海外中

国学设置的议题亦步亦趋。 例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受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影响,长期以来

以“西学东渐”的研究为主。 这方面当然很重要,也应该继续加强,但如果把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缩减为“西学东渐”研究也是不妥的。 在如何看待传教士的中国研究上,坚持学术自觉是十分重要

的。 海外中国学产生于传教士的中国研究,在这个阶段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海外中国学专家,从
利玛窦到理雅各(James Legge),他们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发展注入了新内容,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上

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不过,我们在研究时必须看到,传教士的中国研究与专业的中国研究的

重要区别在于它有明显的宗教立场。 因此,中国学者既要与他们在学术上展开对话,又要了解其

学术文化背景,这样展开讨论才更加有效。

二、求真与务实的批判精神是审视海外中国学的基本学术立场

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真理,历史研究的基础是事实。 由于一些中国学专家的学术积累不够,他们

在研究中国时往往会有常识性和知识性的错误。 对这些错误,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

予以指出。
以传教士的中国研究为例,由于许多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并未受过专业的中国学研究训练,即使

在中国居住若干年,也了解了中国的一些情况,但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经常一知半解,如德

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搞不清贾宝玉是男是女,吉德把《三国演义》看成统

计学的著作,这样常识性错误非常普遍。 即便像理雅各这样的佼佼者,虽为中国经典的外译作出重要

贡献,但其翻译的作品也有不少错误。 如,理雅各和韦利(Arthur Waley)在翻译《诗经》时,就把“窈窕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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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罗梅君:《世界观·科学·社会:对批判性汉学的思考》,马汉茂、汉雅娜、张西平、李雪涛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

角》,李雪涛等译,大象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29 页。
参见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女,君子好逑”中的“淑女”翻译成王妃或贵妇(noble lady),“君子”翻译成“王子”(prince)。①

即便西方一流的中国学专家,他们的研究也会有一些明显的错误。 譬如,汪荣祖就认为,美国学

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研究张岱时,对相关中文文献的理解犯了常识性错误。② 在汪荣祖看

来,“像这样的错误不可能是偶然的失察,而是由于阅读古文的功力有所不足;从前的汉学家很讲究

文字上的训练,相比之下,而今显然逊色。”③

中国学专家既然研究中国的学问,那么就必须接受学术界的审视和批评。 例如,1997 年,美国亚

洲学会将“列文森最佳著作奖”颁给了芝加哥大学的何伟亚(James L. Hevia),以表彰其《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的学术成就,但美国学者周锡瑞认为此书中有相当多的常识性

翻译错误,他说:“何著所附词汇表中的错误令我吃惊。 这里‘ huangdi’ (皇帝) 被写成‘黄帝’,
‘gongcha’(实为‘gongchai’即贡差之误拼)被写成‘页差’,‘gongdan’(贡单)也随之被写成‘页单’;
‘恳求无厌’成了‘恳求无压’;‘冒渎无厌’成了‘冒卖无厌’;或许最令人惊异的是‘一视同仁’竟被

写成‘一视同人’。 此类词汇错误,很难使人相信作者能够训练有素地使我们更加接近清代文献的

原意。”④

又如,从事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美国学者柯蔚南(Weldon South Coblin)近年出版了《东汉音注手

册》(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这是一本汇集东汉语音资料、讨论东汉古音及其方

音特色的专著。 在当代海外中国学的音韵学研究方面,柯蔚南是一个重要的学者,他对汉藏语言的

研究受到学术界重视。 1986 年,柯蔚南在德国华裔学志研究所出版了《一个汉学家的汉藏语词汇对

照手册》(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1987 年,他与李方桂合作的《古
代西藏碑文研究》由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这些专著极有价值,后者更是被视作“古藏语研究

之重要著述”。⑤ 尽管如此,柯蔚南的《东汉音注手册》一书在内容上仍有不少缺漏和错误。 对此,中
国学者虞万里发表长篇论文,对该书中存在的问题逐一作了订补。⑥

学问无东西,知识无国界。 中国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常常有知识性错误,在母语环境中尚且

如此,海外中国学专家出现错误则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于海外中国学专家出现的这些错误,中国学

者应从学术角度给予实事求是的批评。

三、严肃科学的分析方法是辩证把握中国学专家学术成果的双重品格的关键

东方学是在西方全球扩张和殖民中形成的一个知识体系。 一方面,西方的全球扩张极其野

蛮和暴力,他们以殖民的形式灭绝了人类历史上的多种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殖民的形式下

拓展了人类的知识。 这样,包括海外中国学在内的西方东方学具有双重品格,即:它既是人类知

识扩展的结晶,又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成果。 作为西方东方学的一个分支,早期海外中国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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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吕叔湘编著:《中诗英译比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
汪荣祖:《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国际汉学》2020 年第 2 期。
汪荣祖:《阅读的回响:汪荣祖书评选集》,文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 页。
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二十一世纪》1997 年第 6 期。
虞万里:《柯蔚南〈东汉音注手册〉三礼资料订补》,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 5 期,大象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02 页。
虞万里:《柯蔚南〈东汉音注手册〉三礼资料订补》,第 502—546 页。



史学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6 期

在与中国和平互动产生的,但 19 世纪以后海外中国学的发展是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

而成长的,在“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 19 世纪和 20 世纪,整个学术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思潮

的影响。 这就造成中国学专家的著作具有双重品格。 那些完全否定海外中国学专家的学术价值

或者完全不谈他们著作的价值立场、政治倾向的观点,都是不对的。 这同样适用于日本的中

国学。
在认识西方和日本中国学专家学术成果的双重品格时,既需要注意其殖民性的一面,又需要在

批判中注意其学术性的一面。 掌握好二者的辩证统一,这是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

题。 在此,我们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为例,说明中国学专家学术成果的评价必须坚持辩证的分析方

法,揭示其双重品格的特点和内在矛盾,将学术批评和政治批判有机统一起来,对其成果的学术价值

和政治倾向给予合理的分析。
内藤湖南作为京都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① 有学者总结道:

“他的‘宋代近世说’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分期学说,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为代表的中日文化史论,
他所开拓的中国边疆史地、满蒙史地、清朝史等研究领域,以及他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注重原典实证

治学态度和方法,奠定了中国学京都学派的治学方向和学术特征,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一代学风。”②

这一论述显然是基于内藤湖南的学术研究得出的。
然而,内藤湖南在思想观念上是一个复杂的人物。 学术研究只是反映其思想观念的一面,他还

有一些时论性质的著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支那论》。 这是一部以中国历史为依托、纵论中国现实

问题的时论性质的书。 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不少为日本在亚洲扩张服务的言论。 比如,他说:“单从

财政上看把满洲分离出去是有益的。 因为(支那)现在的财政没有继续占有满洲的实力……现在将

国力即兵力和财力所不能维持的土地分离出去单就将来的经济发展上看都是非常适当的。”“支那的

有的论者特别是近来的论者认为外族的入侵无论如何都是支那的不幸但实际上支那之所以能够长

期维持民族生活全都是因为外族屡屡进行的入侵……应该说对于支那民族的焕发青春是一种非常

的幸福……从这种使命来说日本对于支那的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之类的议论全都是无意义的。 尤其

是单以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之类的说法来看待日本与支那的关系是极不恰当的。”③这些言论为日本

后来侵略东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学理支撑。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内藤湖南中国学研究的双重品格? 具体而言,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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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1897 年,内藤湖南出版了《近世文学史论》《诸葛武侯》《泪珠唾珠》;1900 年,他出版了《燕山楚水》;1908 年,他出版了《满洲写

真帖》;1919—1921 年,他编纂的《满蒙丛书》是日本最早的满蒙研究文献汇编,这套文献后被译成日文,对日本的清史研究产生

了较大影响。 他撰写的《尚书稽疑》和《〈禹贡〉制作之时代》对顾颉刚、郭沫若产生了影响。 他的《蒙古开国之传说》 《宪台通记

考证》,在蒙元史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 他所写的《清朝史通论》《清朝衰亡论》《清朝初期之继嗣问题》《都尔鼻考》等论著,对日

本的清史研究产生了长期的学术影响。 他的《清朝书画谱》 《中国绘画史》 《中国上古史》也是重要的学术著作。 参见严绍璗:
《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87—406 页;仓石武四郎讲述:《日本中国学发展史》,杜轶文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13 年版,第 194 页。
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6 页。
转引自王向远:《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新支那论〉为中心》,《华侨大学学

报》2006 年第 4 期。 内藤湖南说:“如果稍微考虑一下过去和将来二三十年间的情况的话,应该把某一个地点为止的支那的土地

果断地让渡给日本做市场。 这是对维护国际和平非常必要的问题。”转引自傅佛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陶
德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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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要将其放在特定的学术背景下加以考察,对其学术的内在矛盾给予合理的说明。 就日本近

代的中国学研究而言,内藤湖南学术的内在矛盾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

入欧”,走上了西方工业化道路。 此时的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学术

上不再遵循长期以来所接受的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法,而是完全接受西方近代的学术原则和学术传

统。 即便如此,日本中国学专家在学术上仍呈现不同的特点:一些学者从学术上完全以西方文化

为标准,对中国文化展开批判,如东京学派的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他们完全否认中国文化的主

体性、特殊性,而同样受西方史学影响的内藤湖南则力图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来把握中国发展

的特点。 钱婉约将前一类称为对中国的“外在性的评判”,是一种“无视中国的中国学”,而将内藤

湖南的学术称为对中国的“内在性的评判”。① 如此,我们对内藤湖南的学术特点就能在日本历史背

景下和日本中国学的学术史脉络中给予合理的说明。 其实,将中国学专家的学术评价放在其生活的

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把其学术成果放到中国学的学术史脉落中加以评判,这是对海外中国学展开

批评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政治评价与学术评价并行不悖,综合考察是分析内藤湖南中国学研究双重性的基本

方法。 任何中国学专家都生活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其生活的特定政治环境必然对其产生影响。 就

内藤湖南来说,他由新闻记者转为大学教授,这个经历使其比一般学者更关注当时的政治问题,“因
此,这样一个理解并喜爱中国文化的人,却终于在日本国权扩张主义的时代思潮中,与侵略中国的政

治企图沆瀣一气,从而在本质上背叛了中国文化。 当他的民族主义的情感发展到无视乃至伤害中国

的民族主义时,就滑向了超越民族主义的扩张主义。”②也就是说,批判内藤湖南在政治上追随日本军

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倾向是必须的,在考察他的学术时,这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无论日本学者还是中

国学者对其这方面的批判都是应该的与合理的。 这种对其政治上的考察并不否认其在学术上的贡献,
反之一样,在赞扬其学术成就时,并不能掩饰他在政治上的不足和问题。 正如钱婉约所指出的:“日本

学者往往更多注重其学术上的开创性意义,忽略其背后暗含的与日本帝国主义时代扩张主义相表里的

政治色彩;中国学界则往往将之定性为帝国主义学者,而忽视对其学术体系的具体分析和全面研究。
这样的‘执其一端’无助于内藤湖南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深化。”③这样一种辩证综合的分析态度是值得

肯定的。
事实上,这种政治评价与学术评价并行不悖的原则是我们考察所有中国学专家的一个基本原

则。 像内藤湖南这样具有双重品格的中国学专家并不鲜见。 例如,19 世纪来华的传教士郭实猎在政

治上有严重的问题,是一个为英国帝国主义服务并直接参与鸦片贸易的传教士。 他一生写了 85 部

著作,其中 61 种是中文著作,这些中文著作分为两类:一类是介绍当时西方知识和制度的,如《大英

国统志》《古今万国纲鉴》《治国之大略》《贸易通志》等;另一类是他自己撰写或编译的传教小册子,
如《诚崇拜类函》《赎罪之道传》《上帝真教传》《犹太国史》《耶稣比喻注说》等,以及他主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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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第 14、15 页。
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第 15 页。
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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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考每月统记传》和翻译的《旧遗诏圣书》《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①

郭实猎作为传教士,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宣传西方文明“叫”开中

国的大门。 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等宗教刊物相比,它的宗教色彩比较淡,阐发基督教义的文章比

较少,但宗教宣传仍然是该刊必备的内容。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传播了

西方文明,不断将西方的一些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地理历史等社会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 据统计,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迄至戊戌九月号,共载有世界地理类文章三十五篇”。② 这包括亚洲的东南

亚、吕宋岛、苏禄群岛、东南洋美洛尼岛、波罗大洲、东南洋亚齐及三佛齐岛、新加坡新埔头或息力、马
来西亚马六甲、泰国、东南洋葛留巴所属岛、印度,北部非洲的埃及,北美的北亚米利亚,以及欧洲的

普鲁士、法兰西、葡萄牙、俄罗斯、荷兰、瑞典等。 此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了《地球全图之

总论》《北痕都斯坦全图》《欧罗巴列国版图》及地理、地震、火山等消息,介绍了有关南极、北极的知

识,并记载了世界各国的风土民情,对历史地理知识形成互补。 特别是,其从全球史角度对《大清一

统天下全图》《俄罗斯通天下全图》的解释,以及从宇宙视角对日心说、天体运动、恒星图的解释,这
些知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需要的。

在此,笔者想说明的是,即便像郭实猎这样具有帝国主义分子性质的传教士,即便他向中国介绍

的知识完全是为了“中华归主”这样的宗教目的,但他的介绍行为对中国认识世界仍起了作用,例如,
他介绍的部分知识被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吸收。 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能因为其政治目的

和政治身份而完全加以否定。 正如马克思评价英国在其全球殖民主义活动时所说:“不列颠侵略者

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

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英国不管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毕

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③马克思的这番评论为我们分析西方在全球扩张中的罪恶与历

史作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方法论。 因此,即使 19 世纪后,在评价一些类似于郭实腊这样的中国

学专家时,在批判其政治行为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在推进中国对世界的了解、推进中西文化交流和

19 世纪海外中国学发展上,仍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因此,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就要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展开多方面的讨论,不能用政治性批判代

替学术性批判,因为政治性批判重在价值立场与意识形态,而学术性批判重在学术逻辑与学术推进。
对中国学专家的双重品格和其思想的内在矛盾应以严肃科学的分析方法展开,要辩证分析他们学术

成果的双重品格。 在与海外中国学专家展开讨论时,既要有明确的学术立场,又要有包容的学术

态度。

结　 语

我们必须看到,海外中国学的存在,无论对中国历史文化思想的研究,还是对当代中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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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p. 54 - 66.
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7 页。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46、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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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体现了中国在世界学术领域中的影响,都是中国的知识与文化从地方性知识和文化向世界性的知

识和文化演进的成果。 以学术形态呈现出来的中国学著作,应以严肃的学术态度加以对待。
海外中国学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发挥着重要作用。 绝大多数中国学专家是中国学

术界的朋友,他们的学术著作是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一翼,在中国学术已经在全球展开的今天,
无视中国学专家的研究成果,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成果拒之门外,既是狭隘的,也是对中国近代学术

发展历史的无知。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学术的产生是和西方近代中国学的发展紧密联系的。
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学术的建立是中国本土学者与中国学专家们互动的结果。 利玛窦与徐光启,理
雅各与王韬,王韬与儒莲,伯希和与罗振玉,胡适与夏德、钢和泰,高本汉与赵元任……中国学专家与

中国学人交往的例子还有很多,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
就中国来说,中国学术在这过程中逐步向现代化形态发展。 因此,加大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推动中

国学术界与世界各国中国学专家的互动,是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
海外中国学研究是在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跨国别条件下的一项国际性的学术事业,这个特

点决定了从事这一研究与仅仅立足于国内学术所展开的学术对话有着重要区别。 因而,建立一种批

评的中国学研究立场不可或缺。 要做到这点,我们应认识到: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展开批评的中

国学的基本出发点,求真与务实的批判精神是审视海外中国学的基本学术立场,严肃科学的分析方

法是辩证把握中国学专家学术成果的双重品格的关键。 唯有如此,中国学术在全球才能展示自己的

学术立场,彰显中国学术博大的胸怀和无穷的魅力。

美国中国学研究取向转变过程的反思∗ ①

侯且岸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从传统汉学(Sinology)向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学术史过程,社会科学在其

中发生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通过深入思考,
进一步转向跨学科的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 他们开始逐步挣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摈弃

“冷战”思维,真正走进中国,尝试将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向与人文历史研究相结合,进行了富有成效的

学术研究实践。 本文试图以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为指导,对这一历史过程作出学术史的反思,
以期丰富对美国中国学的认知。

一、从“共产主义问题”研究转向“地区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始,随着中国学经历麦卡锡主义肆虐后的复苏,以及社会科学的介入,美国的

“共产主义问题”研究开始转向“地区研究”,中国研究的多元化取向开始形成,打破受“冷战”支配的

传统研究范式的束缚。

11

①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中国学百年流变及其影响研究(1900—2000)”(项目编号:18BGJ084)的阶段性成果。∗


